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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公约》在中国的实施问题

龚刃韧*

摘 要 中国立法机关在1988年批准了《禁止酷刑公约》,中国法律也严禁刑讯逼供,但

酷刑现象仍然存在。其成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约》的一些规定在中国未能得到有效和充

分的实施,如立法上缺乏酷刑的完整定义、缺乏独立的调查机制、酷刑受害者的申诉权缺乏保

障,以及存在有罪不罚现象,等等。与此同时,酷刑现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刑事司法体

制的弊端,如公、检、法一体化体制、缺乏独立的司法等。为了有效防止酷刑,中国应充分地实

施《公约》和深化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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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禁止酷刑公约》或《公约》)。《公约》于1988年

11月3日对中国正式生效。然而,自中国批准《公约》至今,酷刑现象在中国仍然屡禁不

止。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纪检察厅1997年的统计,从1990年至1996年,共立案查处刑

讯逼供案件2943件5922人,平均每年立案查处刑讯逼供案件420件846人。〔1〕又据

中国政府向《公约》所设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历次履约报告,自1997年至现在,中国一

直存在着酷刑现象。〔2〕

酷刑现象在中国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重口供轻证据的传统、重打击犯罪轻人

权保护的观念、严打政策、强调破案率及警察压力过大、公民人身自由缺乏充分保障、拘留时间

过长、缺乏保释制度、侦查与羁押机构不分离、拘留及羁押场所缺乏中立性、犯罪嫌疑人没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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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权、律师介入不够及时及律师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形同虚设、举证责任

不明确、对犯罪被害人缺乏国家救助制度、证人出庭制度有缺陷,等等。对这些原因,国内法学

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已有大量分析。以下主要以《禁止酷刑公约》为依据,从立法、执法、司法

等方面分析中国在实施《公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立法上缺乏酷刑的完整定义

(一)《公约》的规定

关于酷刑的定义,《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如下:

为本公约的目的,“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

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

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

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

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

这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酷刑定义。据此,酷刑主要有三个基本标准:〔3〕第一是使某人

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第二是蓄意;第三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

标准是酷刑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实施。

(二)中国立法与《公约》的差距

按照中国《刑法》第24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50、54条,酷刑一般被表述为“刑讯逼供”以

及“暴力取证”。但对于什么是“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有关酷

刑的定义方面,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与《禁止酷刑公约》存在以下差距:

1.未将使精神遭受剧烈痛苦的行为列为酷刑

《公约》第1条1款规定,“酷刑”是指“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

痛苦的任何行为”。应该说,所有使人肉体上遭受剧烈疼痛的酷刑行为同时也都会导致

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并带来持久的精神伤害乃至后遗症。〔4〕然而,也有些酷刑行为未必

直接造成肉体上的剧烈疼痛,但却使人精神上极度痛苦,从而导致被迫作出违背自己意

愿的供述。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列举了苏联强迫劳动集中营

的31种侦讯手段,其中包括粗暴辱骂、心理对比的打击、预先凌辱、恫吓、利用对亲人的

感情来威胁、声法(强迫大声重复自己的话)、隔离,等等。〔5〕这些行为多是并不造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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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剧烈疼痛的“精神酷刑”。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进行威胁不仅是

典型的“精神酷刑”,而且成了“苏联模式”的审判特色,以致于受审者在供认自己的罪行

时都竟然表现得那样的心甘情愿。〔6〕

中国《刑法》第24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50、54条所规定的“刑讯逼供”以及“暴力取证”均

不包含“精神上遭受痛苦”。2012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试行)》第65条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

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同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也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

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

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

虽然2012年“两高”司法解释首次提到“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但主要限于对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并没有改变中国现行法律对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的界定。而且,

“两高”司法解释提到的“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主要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

的结果。这种解释也过于偏窄,因为造成“精神酷刑”并不限于肉刑或变相肉刑。除以上提到

的例子外,假枪毙或威胁报复家庭成员,或强迫受害者亲眼目睹其对他人执行死刑或酷

刑,〔7〕或采用暴力方法威胁家属和近亲属,对被拘留者及其家人威胁强奸、严重的性羞

辱,〔8〕以及长时间单独禁闭等,尽管可能与肉刑或变相肉刑无关,但也都会引起“精神上遭受

剧烈疼痛或痛苦”。

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还提到“采用其他方法”。对此,同法院在2013年司法解释

中指出包括“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9〕但这些方法大部分主要还是对身体的

折磨。

此外,“两高”司法解释使用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用语也不准确。因为所谓“肉刑”主要

是指残害肉体的刑罚,通常以切断肢体、割裂肌肤以及损毁身体器官为特征。因此几乎所有

“肉刑”都使受刑者成为残废或生理缺陷者。〔10〕酷刑虽然包括肉刑,但还包括其他种种残酷折

磨人的行为,受酷刑者未必都成为残废或生理缺陷者。如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虽然

废除了肉刑(墨、劓、刖三种刑),但并没有废除笞、杖等拷讯方式。〔11〕实际上,中国历代王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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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jhoff,1988,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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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笞、杖、鞭、督、枷等拷讯方式。〔12〕所以,《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的酷刑显然比

中国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肉刑”或“变相肉刑”要宽。

2008年11月,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审查中国第4次定期报告后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中国

法律“有关酷刑的规定仅涉及身体虐待,而不包括施加严重的精神痛苦或折磨”,因此建议中国

“应在其国内法中纳入酷刑定义”。〔13〕2015年12月3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第五

次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虽然积极评价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承认使用其他方法引起

被告人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也作为酷刑,但指出这只是关于证据排除问题的适用解释

而不涉及刑事责任。〔14〕

2.中国立法上实施酷刑罪的主体偏窄

按照《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第1款,实施酷刑行为的主体不仅包括公职人员,也包括

“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实施酷刑的人。但按

照中国《刑法》第247条,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行为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司法工作人

员”。所谓“司法工作人员”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看守所或监狱监管人员。〔15〕这

样,其他非前述身份的人,即使以官方身份或在公职人员同意或默许下实施酷刑,也不能

成为刑讯逼供的犯罪主体。

3.中国立法上实施酷刑目的规定偏少

按照《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1款关于酷刑的定义,实施酷刑的目的包括:①为了向某人或

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②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③为了恐吓或威

胁他或第三者;④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16〕

然而,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关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目的主要限于取得证言或收集证

据,既没有规定“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也没有明确“基于任何一种歧视

的任何理由”等目的。

(三)中国应将《公约》规定的酷刑定义纳入国内法

可见,中国立法至今仍没有将《禁止酷刑公约》第1条第1款关于酷刑的定义纳入进来,因

而缺乏关于酷刑的完整定义。2005年应邀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禁止酷刑特别报告员诺瓦克

(ManfredNowak)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刑法》没有明确反映《公约》第1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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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一册),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355-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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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的下列酷刑内容:精神上的酷刑,直接涉及公职人员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以官方身

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行为的实施是为了某种具体目的,如得到招供、获得情报、处罚、恫吓或

歧视”。为此,他建议中国“根据《公约》第1条,对酷刑罪下定义应为优先事项,并根据其严重

性给予相应处罚”。〔17〕

针对中国立法上缺乏酷刑定义的问题,禁止酷刑委员会自1993年至2015年每次在审议

中国提交的履约报告后的结论性意见中,也都反复建议中国将《公约》第1条所规定的完整酷

刑定义纳入法律。〔18〕

二、存在有罪不罚或重罪轻罚现象

(一)《公约》的规定

《公约》第4条规定:①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该项规定也应

适用于施行酷刑的企图以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②每一缔约国应根据上述罪行的

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

2007年,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第2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缔约国必须至少按照《公约》第1
条所界定的酷刑行为要素和第4条的要求,将酷刑行为定为根据其刑法须加以惩罚的罪

行。”〔19〕

(二)中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刑法》第247条规定有“刑讯逼供罪”以及“暴力取证罪”,但由于缺乏对酷刑的

完整定义,尚未将一切酷刑行为都定为刑事罪行。如《公约》第1条规定的蓄意使某人在精神

上遭受剧烈痛苦的行为在中国不构成“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正如禁止酷刑委员第2
号一般性意见中所说:“《公约》中的定义若与国内法中纳入的定义有重大差距,就会出现实际

或可能的漏洞,从而导致有罪不罚。”〔20〕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2001年和2006年先后发布过三项立案标

准,〔21〕其中有关“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的立案标准都不符合《公约》规定。首先,立案

标准规定过窄,规定只有“致人自杀、重伤或者精神失常”才构成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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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4/2006/6/Add.6,March2006,pp.8,23,paras.17and82.
A/48/44(SUPP)(1993),para.394.A/51/44(SUPP)(1996),para.150(a).A/55/44(SUPP)

(2000),para.123.supranote13,para.33.supranote14,para.9.
HRI/GEN/1/Rev.9,vol.II(27May2008),p.378,para.8.
Ibid.,para.9.
1999年《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2001年《人民检察院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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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1999年《立案标准》),只有“致人死亡的”才构成“特大案件”立案标准(2001年《重特大案

件标准》)。这种立案标准比“9·11事件”后为布什政府制定酷刑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拜

比备忘录”(BybeeMemoranda)有过之而无不及。〔22〕

其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三项司法解释都有对施行酷刑次数或遭受酷刑人数等数量上的

要求,即如果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的次数不到3次以上,或者受刑的人数不到3人以上就不构

成立案标准。这种对刑讯或暴力取证次数或受刑人数的数量上的特殊要求显然违反了《禁止

酷刑公约》第4条以及其他各项条款。

再次,最高人民检察院三项《立案标准》都以造成冤案作为立案标准之一。据此,即使有刑

讯逼供或暴力取证行为,只要没有“造成冤、假、错案”,就不构成立案标准。这等于给刑讯逼供

行为留下了“合法性”的余地。然而,这种司法解释明显地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的宗旨和目

的,因为酷刑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绝对禁止的,不应有任何例外。〔23〕

(三)存在有罪不罚或重罪轻罚现象

在中国,司法实践存在对刑讯逼供行为有罪不罚或重罪轻罚的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法

纪检察厅1997年公布的调查表明,在许多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或致残的案件中,不仅检察机关

免予起诉,即使起诉,法院也量刑畸轻,如判有期徒刑一到二年并缓刑二到三年。还有些刑讯

逼供案件仅在公安机关内部按党政纪处理。〔24〕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

近年来,从被媒体曝光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或冤案的追责中也能看到有罪不罚

现象。如近年10起全国闻名的特大冤案中,只有“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五青年抢劫

杀人案”“于英生案”等少数几起冤案已进行追责或启动追责程序,而多数案件如“佘祥林杀妻

案”“李怀亮案”“赵艳锦案”“王本余案”“念斌案”“徐辉强奸杀人案”“浙江叔侄冤案”等均未明

确启动追责程序。而在启动追责程序的少数案件中,除“赵作海案”实施刑讯逼供的5名警察

获刑外,其他案件中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员都没有受到刑事处罚。〔25〕

2016年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公布了对“呼格吉勒图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追

责名单,除了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依法另案

处理外,其余都为行政记过或党内警告处分。〔26〕这次对“呼格吉勒图案”追责虽然范围比较

宽,涉及到公、检、法几个方面负有责任的人员,但却取消了罪与错的性质区别,几乎对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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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KarenJ.Greenberg&JoshuaL.Drateleds.,TheTorturePapers:TheRoadtoAbuGhraib,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memo.14,pp.172,176,183.龚刃韧:“‘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酷刑政

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页133-134。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HRI/GEN/1/Rev.9,vol.II(27May2008),p.377,para.5.
见前注〔1〕,页9、175-176、253-259。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张婷、邢世伟报道:“冤案追责:10起案件3起已处理”,《新京报》2014年12月

18日,第A18版。
“‘呼格错案’追责27责任人”,《新京报》2016年2月1日,第 A01版;北京青年报记者孙静报道:

“呼格冤案追责27人被处分”,《北京青年报》2016年2月1日,第A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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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照工作上的“错误”来处罚。这种追责方式不仅招致了酷刑冤案受害者遗属的强烈不满,

而且也起不到防止酷刑的警示作用。

(四)酷刑有罪不罚或轻罚的原因

酷刑有罪不罚或轻罚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前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立案标准明显偏离了《公

约》规定,所以到目前为止,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或酷刑行为都不会被立案和查处。

其次是司法及执法机关内部仅将刑讯逼供视为工作上的“失误”而加以姑息。例如,1997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纪检察厅曾指出,一些法院以及公安、检察机关出于“部门保护主义”“地

方保护主义”,以刑讯逼供是“工作上的失误”“因公犯罪”“好心办坏事”等借口不及时查处,存

在着对酷刑犯罪进行袒护、包庇以及重罪轻判等现象。〔27〕

再次是公、检、法之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的司法现状。所以,

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都对刑讯逼供行为惩处不力,结果是刑讯逼供成本低、收

益大、风险小。〔28〕

有罪不罚和有罪轻罚(如对酷刑施行者仅仅“记过处分”)都违反了《禁止酷刑公约》

第4条的规定。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第2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缔约国必须至少按照《公

约》第1条所界定的酷刑行为要素和第4条的要求,将酷刑行为定为根据其刑法须加以

惩罚的罪行。”〔29〕按照《公约》规定,对酷刑的惩罚应当接近在国内法律制度上对最严重

罪行的惩罚。〔30〕在中国有罪不罚或轻罚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此也受到

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关注。〔31〕

总之,缔约国对酷刑有罪不罚是对《禁止酷刑公约》义务的违反,同样对酷刑行为处以较轻

的刑罚或赦免也不符合《公约》第4条2款“适当的惩罚”的义务。〔32〕

三、缺乏独立公正的调查机制

(一)《公约》的规定

《公约》第1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生

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

按照这一规定,无论有无申诉,只要有适当理由相信存在酷刑行为或虐待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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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见前注〔1〕,页9、175-176、253-259。
崔敏主编 :《刑 讯 考 论:历 史、现 状、未 来》,中 国 人 民 公 安 大 学 出 版 社2011年 版,页223-

226、313-315。

HRI/GEN/1/Rev.9,vol.II(27May2008),p.378,para.8.
Burgers&Danelius,supranote7,p.129.
Supranote13,para.31.
CommunicationNo.212/2002,KepaUrraGuridiv.Spain,decisionadoptedon17May2005,

CAT/C/34/D/212/2002,par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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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当局就必须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33〕而这种存在酷刑嫌疑的信息来源并不重

要。〔34〕所以,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可能发生酷刑行为,国家主管当局就应主动地展开迅

速和公正的调查。对酷刑展开调查方面,“迅速”具有特殊重要性。1998年5月14日,禁

止酷刑委员会在审议“BlancoAbad诉西班牙”来文中指出:“迅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要

确保受害者不会继续遭受此类行为,而且除非所使用的方法造成了永久的或者严重的后

果,一般来说,酷刑、特别是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所留下的伤痕很快就会消

失”。〔35〕

为了从事迅速和公正的调查,《公约》缔约国应设有一个独立的和外部的调查监督实体,该

实体独立于涉嫌酷刑行为或虐待行为发生的组织机构。〔36〕2012年5月24日,禁止酷刑委员

会在审理“Gerasimov诉哈萨克斯坦”来文决定指出:缔约国是委托警方开展调查的,而正是在

这个警察局里发生了声称的酷刑;后来缔约国又委托该警察局的上级机关开展调查。所以,委

员会认为由哈萨克斯坦警察当局从事调查是不公正的。〔37〕

按照2004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伊斯坦布尔议定书: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这种独立或中立的调查机构的权

力应包括:(a)获得进行调查所需全部信息的权力;(b)发布公开报告的权力;(c)进行现场访问

的权力,包括在涉嫌发生酷刑的地点进行访问;(d)向境外的证人和组织获取证据的权力。〔38〕

(二)中国缺乏独立的调查机制

中国通常由检察机关负责对酷刑行为进行调查。但由于中国司法体制下公安机关与检察

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的关系,因此在中国遭受酷刑的人基本上不能指望其申诉会被迅速调查,更

谈不上申诉之前有关部门就会开展调查。

2013年纠正的浙江省“张高平和张辉叔侄案”的平反被认为是冤案申诉成功的极少例子。

但就在这个案件中,也会发现中国仍然缺乏独立的调查机制。两当事人曾向检察官申述,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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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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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No.269/2005,AliBenSalemv.Tunisia,decisionadoptedon7 November
2007,CAT/C/39/D/269/2005,para.16.7.CommunicationNo.341/2008,FatihaSahliv.Algeria,de-
cisionadoptedon3June2011,CAT/C/46/D/341/2008,para.9.6.

Burgers&Danelius,supranote7,p.144.2000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5/89号决

议《有效调查和记录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原则》建议:“即使没有明示申

诉,但如果有其他迹象显示可能发生了酷刑或不当待遇,也应进行调查。”

CommunicationNo.59/1996,BlancoAbadv.Spain,decisionadoptedon14May1998,CAT/

C/20/D/59/1996,paras.8.2-8.5.
Nowak& McArthur,supranote16,p.438.
CommunicationNo.433/2010,AlexanderGerasimovv.Kazakhstan,decisionadoptedon24May

2012,CAT/C/48/D/433/2010,paras.12.3,12.4,12.5.
联合国出版物,纽约/日内瓦2004年版,页30,第108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察官仍坚持起诉。〔39〕该案酷刑受害者之一张高平是2005年被押至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的,

由于他不断申诉喊冤拒绝认罪减刑,2007年夏天引起巡视监管场所的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驻

监所检察官张飚和魏刚的重视。然而,由于“限于精力、财力,以及级别和地域管辖”,驻监所检

察官并不能展开调查,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帮助张高平将其申诉材料转交给浙江省司法机关。

张飚他们分析案情后坚持帮助申诉5年之久,甚至在张飚2011年退休之后仍坚持帮助申诉。

尽管2008至2011年石河子检察院连续5次将张高平案件的申诉材料寄交浙江省法院、检察

院,但均无正式回复。张飚只能一次又一次打电话,希望引起浙江有关司法机关能够重

视。〔40〕直到2012年2月27日,由于出现“新的证据”,浙江省高院才开始对该案立案复查。

直到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

才决定进行再审。在这一冤案中,尽管酷刑受害者一直申诉,而且得到驻监所检察官的热心帮

助,但历时十年始终都没有任何一个机关展开关于酷刑行为的调查程序。这至少表明中国检

察机关不具有独立调查机关的资质。

2008年11月21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审议中国提交的第四次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

特别指出:中国“缺乏《公约》要求的调查酷刑指控的有效机制。正如委员会在口头介绍时指出

的,由检察院负责调查有关政府官员实施酷刑以及私人在政府官员默许或同意下实施酷刑的

指控,存在着涉及检察院职责的严重利益冲突,可能导致调查无效和有失公正(第2、11和12
条)”。〔41〕

近年来被报道出来的重大刑事冤案,平均都是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因其他各种原

因得到纠正,而在此期间几乎都没有得到有关机关的及时调查。可见,中国缺乏一个独

立的调查机制,因而难以履行《公约》第12条规定的对酷刑行为迅速调查的义务。与此

同时,中国也缺乏一个独立于警察和拘留机构的医疗检查机制。所以,2015年12月3
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审议中国政府第五次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进一步呼吁中国建

立独立的医疗检查机构,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迅速、公正和有效地调查所有关于

酷刑和虐待的指控。〔42〕

四、酷刑受害者的申诉权缺乏保障

(一)《公约》的规定

《公约》第13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凡声称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遭到酷刑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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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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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叔侄出狱612天:不想再讲沉冤昭雪的故事”,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zg/grw/

2014-12-25/121149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20日。
中青报记者王雪迎报道:“检察官讲述”张高平案“翻案过程”,《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3日,第7

版;新京报记者宋识径报道:“了解案情后,我心里就有数了”,《新京报》2013年4月5日,第A17版;新京报记

者邢世伟报道:“推动冤案昭雪,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新京报》2014年4月9日,第20版。

A/64/44(2009),para.38(20).
CAT/C/CHN/CO/5(2015),paras.17,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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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向该国主管当局申诉,并由该国主管当局对其案件进行迅速而公正的审查。应采取步骤

确保申诉人和证人不因提出申诉或提供证据而遭受任何虐待或恐吓。

按照《公约》第13条规定,缔约国不仅应建立公正和有效的申诉机制,而且应确保声

称遭受酷刑的个人申诉权。这种个人申诉权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有向该国主管

当局就遭受酷刑提出申诉的权利;第二,每个人都享有其申诉被主管当局迅速和公正审

查的权利。《公约》第13条也适用于虐待行为。〔43〕原则上,酷刑受害者的申诉并不需要

特定的形式或程序。酷刑受害者只需把事实提请国家当局注意就足够了,对此缔约国有

义务迅速和公正地进行调查。〔44〕

为了有效实施《公约》第13条,缔约国应当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确保被剥夺自由的人的申

诉权,如迅速地告知他们的权利,包括向主管当局提起申诉的权利并被及时告知受到何种指控

的权利;有及时接近他们选择的律师和医生以及亲属的权利;有机会向具有权限的个人或机

构,如法官、调查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申诉的机会。〔45〕2012年,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第3号一般

性意见中也指出:“申诉机制应向公众通报并使公众能够利用这些机制,包括被剥夺自由的人,

无论他们是被拘留、在精神病设施之中还是在其他地方。”〔46〕

(二)中国酷刑受害人的申诉权缺乏保障

在中国,酷刑受害人的申诉通常要经过多年之后才可能引起重视,鲜有申诉成功的例子。

服刑阶段的酷刑受害人的申诉还常被视为“抗拒改造”,直接影响到减刑。酷刑受害人的家人

坚持申诉也会遭受打压。例如,“佘祥林案”当事人在11年的狱中写了厚厚的申诉材料,他本

人和家人多年来不断申诉,但每次都无结果。佘祥林的母亲和哥哥就因持续上访分别被关押

9个月和41天。佘祥林的母亲在被放回后不久就去世了。〔47〕“赵艳锦案”中丈夫为妻子到处

上访,因此被行政拘留3次、劳教两次。〔48〕在“张高平和张辉叔侄案”中,张高平的哥哥张高

发曾多次到北京上访,申诉十年,在浙江省高院却是零登记。前述检察官张飚帮助递送的申诉

材料也连续5年都“递不上去”。〔49〕“呼格吉勒图案”中,尽管2005年犯罪嫌疑人赵志红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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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4/07/content_2800483.htm/,“平反冤案,‘成本’有多高?”,搜狐网,http://news.sohu.com/s2014/di-
anji-1529/index.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5日。

中青报记者刘万永报道:“被错案改变的人生”,《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6日,第7版。
见前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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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供述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图“4·9奸杀案”的真凶,但随后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开始了长达9年

的上访申诉,一直都没有得到调查。〔50〕后来因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自2005年至

2011年的5篇“内参”,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和最高法院领导的重视并批示,才促使内蒙

古高院内部在2013年初启动复查呼格案。〔51〕

以上这些平均经过十年才得到平反的冤案表明,中国还没有一个公正的申诉和审查机制,

酷刑受害者不享有其申诉被主管当局迅速和公正审查的权利。在“赵作海案”中,由于在刑警

队遭受过被打的痛苦和恐惧,赵作海入狱后连申诉都不敢,害怕申诉出去了再挨打。〔52〕在

2013年以前,酷刑造成的冤案都是由于“真凶落网”或“亡者归来”后才开始纠错,偶然性很大。

但近年因证据不足被纠正的冤案中,酷刑受害者及其家人也同样经历了长年而无效的申诉磨

难。如“于英生案”当事人及其家人经过17年的申诉,于英生的父亲为了给儿子申诉往北京、

合肥跑了几十趟,但没能等到儿子被宣告无罪就去世了。〔53〕2016年2月1日,由浙江省高院

撤销原审裁判宣告无罪的“陈满案”,自定罪后陈满及其家人一直在申诉,冤狱23年,77封申

诉书毫无回音。〔54〕2016年2月4日,由福建省高院对22年前莆田的一起杀人案作出再审宣

判,宣告当年终审被判死缓的许金龙、许玉森等4名被告人无罪。在入狱期间他们的家人为了

上访申诉投入了20多年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到北京上访多次被截访拉回福建,截访途中被多

次殴打,回到福建后还被多次拘留。〔55〕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没有酷刑案件是因为当事人的申诉而由主管当局主动启动救济

程序的。上述冤案的酷刑受害人及其家人的申诉基本上都没有起作用。即使上述冤案在多年

后被纠正,当事人长期申诉中涉及的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责任者基本都没有受到认真的审查

和处理。

2015年12月3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审议中国政府第五次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建议中

国“建立一个独立、有效和保密的机制,以便于酷刑和虐待受害者向有权限和独立的当局提交申

诉,并确保申诉者不因其申诉或提供证据而遭到报复”。委员会还要求中国提供自2008年以来

所收到的酷刑受害者申诉的数量、由检察机关依据职权对酷刑指控调查的数量或据医生报告的

数量信息,以及对从事酷刑或虐待的人施加刑事处罚或纪律处罚的数量信息。〔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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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56〕

北京青年报记者薛雷报道:“将呼案重审作为司法公开的标杆”,《北京青年报》2014年11月26日,
第A14版。

呼格案内参记者汤计:“有一种动力让我坚持到底”,《新京报》2014年11月30日,第A08版。
侯兆晓:“‘劫后赵作海’专题报道之一 赵作海出狱之后”,《民主与法制》2010年第12期,页7。
新京报记者贾鹏报道:“于英生17年洗出的清白”,《新京报》2014年5月29日,第A24-A26版。
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报道:“结束23年冤狱陈满称不想追责”,《京华时报》2016年2月2日,第

A11版。
中青报记者卢义杰、实习生杜珂、车灏楠报道:“等待‘囚徒’父亲”,《中国青年报》2016年2月5日,

第5版;新京报记者封莉报道:“许金龙:狱中一点一滴希望都争取”,《新京报》2016年2月6日,第A14版。

Supranote42,paras.21(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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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酷刑受害者的救济问题

(一)《公约》的规定

《公约》第1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其法律体制内确保酷刑受害者得到补偿,并享有获

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其中包括尽量使其完全复原。如果受害者因受酷刑而死

亡,其受抚养人应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本条任何规定均不影响受害者或其他人根据国家法律可

能获得赔偿的任何权利。

酷刑是对人的身心的严重摧残和对人的尊严的严重侵犯,酷刑受害者应有权获得救济。

缔约国对酷刑受害者的救济义务不仅包括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权利,还包括恢复、受害者的

复原、赔偿和平反、确保不再发生等各项补救措施。〔57〕所以,对于酷刑受害者的救济不能仅

以金钱赔偿来结束。无论如何,起诉与救济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酷刑受害者获得救济还包

括惩罚酷刑实施者。因为如果实施酷刑的人仍然享有免受处罚的自由,酷刑受害者就不能被

认为已经得到救济。在实践中,如果官方当局没有为确立刑事责任而进行调查,由酷刑受害者

自身来提起获得救济的程序是极其困难的。〔58〕

为了使《公约》切实产生作用,1997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52/149号决议,宣布每

年6月26日为“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
(二)中国酷刑受害者获得救济的存在问题

中国1994年《国家赔偿法》没有精神赔偿条款,所以在2010年以前平反的酷刑导致的冤

案都没有精神赔偿,如2010年5月13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入狱11年的赵作

海仅得到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费等65万元,并没有精神赔偿。直到2010年4月修改、12
月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才对刑事拘留和逮捕赔偿新增第35条精神损害抚慰金条款。

2014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

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金额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

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2011年以来,各地法院对刑讯逼供造

成的刑事冤案的赔偿开始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

虽然中国对因刑讯逼供造成冤案的当事人救济有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与《禁止酷刑公约》

规定的标准仍有不小差距。例如,在对酷刑受害人的实质性救济方面,2012年禁止酷刑委员

会在第3号一般性意见提到“恢复、补偿、复原、清偿和保证不再发生”这五种形式的赔偿,并指

出这些赔偿可包括:

偿付已支付的医疗费用并提供资金,支付受害者所需要的未来医疗或复原服务,以确

保尽可能的完全复原;由于所造成的身体或精神伤害而产生的金钱和非金钱伤害赔偿;由
于酷刑或虐待所造成的残疾所导致的收入和潜在收入损失;就业和教育等机会丧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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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Supranote32,para.6.8;supranote33,para.16.8.
Ingelse,supranote43,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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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缔约国向酷刑或虐待受害者提供的适足赔偿应包括法律或专家援助和与提出救济索

偿相关的其他费用。〔59〕

中国对刑事冤案的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扣押财产的返还或赔

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几个方面,但主要体现在金钱赔偿方面。中国对

酷刑受害人的救济还没有完全体现“恢复、补偿、复原、清偿和保证不再发生”这五种形式的赔

偿。即使金钱补偿,也存在补偿额计算方法不合理、赔偿范围偏窄和赔偿额过低等问题。中国

对酷刑受害者的赔偿范围较窄,仅限于酷刑受害者本人。而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14条,酷
刑受害者还应包括“受害者的直系亲属或受扶养人以及出面干预以援助受害者或防止受害情

况而蒙受损害的人”。〔60〕“保证不再发生”包括对酷刑实施者的惩罚。禁止酷刑委员会认为

缔约国对酷刑实施者有罪不罚、从轻惩罚或批准赦免不仅违反了《公约》第4条,也构成对《公
约》第14条1款的违反。〔61〕但如前所述,中国存在着对酷刑行为有罪不罚和轻罚现象,这实

际上也是对酷刑受害者实质性救济的一种缺失。

缔约国对酷刑受害人还有程序性救济义务。2012年12月,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第3号一

般性意见中指出:

第14条规定的缔约国提供救济的义务有两个方面:程序性救济和实质性救济。为履

行程序性义务,缔约国应颁布法律并设立申诉机制、调查机关和机构,包括独立司法机构,

这些机构能够裁定酷刑和虐待受害者是否有权获得救济并向其判付救济;缔约国还应确

保这种机制和机构行之有效而且所有受害者都可加以利用。〔62〕

从这个意义上看,《公约》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如

果缔约国没有立即进行有效和公正的调查,也没有建立公正和有效的申诉机制,即第12条和

第13条下的义务未得到保障,酷刑受害者就无法获得充分救济。〔63〕

六、禁止酷刑任重而道远

尽管中国1988年就批准了《禁止酷刑公约》,但在履行人权条约方面还存在不少问

题。例如,包括《禁止酷刑公约》在内,中国已批准的所有人权条约都不能在国内法院直

接适用。〔64〕又如,中国在遵照人权条约规定修改国内法方面也相对滞后。如《禁止酷刑

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直到2012年中国全面修改《刑事诉讼

法》后才首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时,中国已批准《公约》24年。近年来被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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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64〕

Supranote46,paras.6-18,9-10.
Supranote46,para.3.
Supranote32,paras.6.7and6.8.
Supranote46,para.5.
Supranote46,para.23.
龚刃韧:“关于国际人权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载夏勇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页28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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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的因刑讯逼供导致的重大刑事冤案,绝大多数都是这24年间法院依据非法证据作

出的判决。

自2013年以来,各地法院纠正刑事冤假错案不再局限于“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这些

极其偶然的因素,而是越来越多地基于“证据不足”或“疑罪从无”原则,如“于英生案”“念斌案”

“黄家光案”“徐辉案”“张光祥案”,等等。2014年纠正的12起重大冤假错案中,仅有2起是因

为出现了真凶。这反映出中国法院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从“宁可错判也不错放”到“宁
可错放也不错判”的司法理念的转变。然而,作为“疑罪从无”基础的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仍然

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65〕无罪推定并不是排除侦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合理怀疑,而是要

求由检控方来承担举证责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证据不足的情况

下,法官不应作出有罪推定的判决。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

罪,但同时维持了自相矛盾条款,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118
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被纠正的刑事冤案无论发生在何时,公、检、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违

法现象。《宪法》第126、129条、《刑事诉讼法》第5条、《法院组织法》第4条、《检察院组织法》

第5条等都明确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

律监督。但至少在这些刑事冤案中法院很少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不仅没有独立行使检察

权,还主动放弃了监督职权。通常,法院和检察机关都积极地配合公安机关破案,共同对付刑

事被告人,无视酷刑行为却倚重因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从而酿成重大冤案。与此同时,被拘

禁者的初次被讯问的律师在场权以及律师的权利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2015年12月3
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第五次履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特别提到对律师权利的保护

问题。〔66〕

正是这种以侦察工作为中心的公、检、法联合办案方式使得刑事冤案的纠正极端困难,因

为平反一起由刑讯逼供导致的刑事冤案有可能涉及到公、检、法三机关多人甚至几十个涉案人

员。仅就明显错判的法院而言,由于重大刑事案件常常不是由审案法官而是由审判委员会、法

院领导或根据政法委指示决定的,因而难以追究责任。不难理解在中国每起重大刑事冤案的

纠正平均长达10年左右,这并不是因为刑讯逼供证据难寻,而是因为公、检、法相互配合的一

体化体制和法官难以独立审判等制度上的阻碍。由此可见,在中国酷刑屡禁不止的一个深层

次原因在于司法制度本身的问题。

2005年11月20日到12月2日,联合国反酷刑特别报告员诺瓦克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也

观察到这一问题,他在向联合国提交的考察报告中指出:

在中国消除酷刑的最大的障碍是制度上的缺陷和缺乏独立的司法。特别是在警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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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还不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决定》虽然提到健全落实“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但却不提作为“疑罪从无”
基础的更为重要的“无罪推定原则”。

Supranote42,paras.19an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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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拘留行使广泛的决定权和在破案的巨大压力之下的情况下。目前在中国似乎没有

任何关于羁押场所的真正独立的监督机制或诉冤机制。检察机关不被认为是在证明犯罪

方面被授予特殊作用的独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行使关于逮捕的司法权力时也没有必

需的独立以适合法律授权的司法官员的国际标准。〔67〕

中国以公安为中心的公、检、法一体化的政法体制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形

成的。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一些地方把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的办案人员统一编组,实行

侦查、起诉、审判“一揽子包干”的做法。〔68〕1957年7月反右运动后,地方政法部门被置于地

方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大跃进”时期,许多地方的专区和县两级的公、检、法机关一度合并

为“政法公安部”,有的检察机关已经合并为公安机关下面的“法制室”或“检察科”,实际上已名

存实亡。〔69〕名义上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机构精简为理由,政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以及公安部、司法部)都被编入党的直接领导体制,同时推进公、检、法的实质统合。政法

部门在政法小组、政法业务部、政法业务指导小组、政法党组等党的领导系统的基础上再编成,

其结果是政府部门中与党的机关联系比较紧密的公安机关的地位相对高,大公安,小法院,检
察院可有可无。1960年11月党中央承认了中央政法小组提出的《中央政法机关的机构精简

以及管理制度改革的报告》,在中央一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大幅度削减人员,在公安部党

组的指导下采取合同作业。同时,与中央政法小组对应的国家机关———国务院政法办公室被

废除。至此,在政法部门完成了绝对的一元化体制。〔70〕“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1968
年后各级检察机关一度被废除。“文革”结束后,以公安为中心的公、检、法一体化的政法体制

得到恢复。然而,这些年来被披露的酷刑冤案反映出公、检、法一体化体制的弊端———妨碍了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检、法的互相配合取代了对司法公

正的追求。

近年来,中国在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刑讯逼供的措施,对刑讯逼供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检查力度也在加强。〔71〕但要切实有效地防止酷刑,中国还需要进

一步深化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指标应该是确立法治。法治的基本含义是限制国家

或政府的权力,并切实保障个人的自由。对法治的定义很多,但1955年由各国法学家、法官和

律师组成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55年《雅典决议》(ActofAthens)对法治的定义仍是比较经

典的,即:第一,国家遵守法律;第二,政府应尊重个人权利并为这些权利的行使提供有效的手

段;第三,法官应受法治指引,公正维护和实施法治并在作为法官的独立方面抵制来自政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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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8〕

〔69〕

〔70〕

〔71〕

E/CN.4/2006/6/Add.610,para.79.
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页238。
杨一凡、陈寒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780。
(日)田中信行:“中国‘党政分離’と法治の課題”,载(日)近藤邦康、和田春樹编:《ペレストロイカ

と改革·開放:中ソ比較分析》,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页262-264。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2016年6

月14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6/14/c_1119038762.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6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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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任何侵犯;第四,律师界应保持职业的独立,维护法治基础上的个人权利并坚持每个被

告人应给予公正审判。〔72〕

禁止酷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冤案,更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和身心健全”。〔73〕如果

仅仅是为了防止冤案而禁止酷刑,那么对没有造成冤案的刑讯逼供行为必然会有所容忍甚至

包庇,其结果就是酷刑和冤案都会继续存在。无论什么理由,只要酷刑得到容忍,任何人甚至

包括警察、法官以及下台的党政高官都有可能成为酷刑的受害者。

正是基于人权保护理念,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人即使是真正的罪犯也都应享有免于酷刑的

自由、刑事诉讼权利以及人道待遇。这是禁止酷刑原则的宗旨,也是现代司法文明的底线。

Abstract:Evengovernmentalofficialdocumentshaveacknowledgedthepervasivenessoftorturein

ChinathoughChinaratifiedtheConventionagainstTorture(CAT)in1988,andextortionofconfession

undertorturehasbeenprohibitedbyChineselaw.Manyfactorscontributetothecontinuingpracticeof

torture,oneoftheimportantfactorsistheproblemofimplementationofCAT.Namely,someofthepro-

visionsoftheConventionhavenotbeenimplementedeffectivelyandfullyinChina.Thereisnocompre-

hensivedefinitionoftortureinChineselegislation;independentinvestigationmechanismislacking;the

rightofvictimsoftorturetocomplaincannotbeprotected;impunitystillexists;andsoon.Further-

more,thecrucialfactorforthecontinuingpracticeoftortureliesinthejudiciarysystem.Theunjustcases

disclosedbythemediainrecentyearshavereflectedthedrawbacksofthecriminaljusticesystem,suchas

theintegrativesystemofpublicsecurity,theprocuratorateandcourts,andlackofindependenceofthe

judiciary.Inordertopreventingtortureeffectively,ChinashouldimplementtheConventionfullyand

deepenjudicialreform.

KeyWords:Torture;Impunity;IndependentInvestigationMechanism;RighttoCom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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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ulletinoftheInternationalCommissionofJurists,4(1955).
GeneralcommentNo.20bytheHumanRightsCommitteein1992,HRI/GEN/1/Rev.9,vol.1(27

May2008),p.200,par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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